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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唐游侠诗中的游侠内涵新变与文人身份认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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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中国古代游侠的内涵与游侠文学息息相关,且随之不断变化发展。 到了盛唐,游侠诗

在儒家思想与文人诗传统的持续改造下,所展现的游侠内涵产生了新的变化。 他们虽不再单纯

地以武力对抗统治,却将明恩怨、轻生死等特质继续发扬,并将报恩的对象固定为君王。 同时,
受强盛国力与尚武风气的影响,一些出身较高的少年将任侠视为取乐之资,另外一些女性也具

有“侠”的特征。 这种转变源于当时文人实现自身价值方式的变化,而游侠诗恰可展现文人不

同的身份认知,即报国的英雄、耻于虚度的“儒”与“侠”与重义轻利的“烈士”。 至此,游侠在内

涵上得到最大突破,中国古代游侠诗的发展也到达顶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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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游侠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,其内

涵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渐扩展,并呈现在与之匹配的

文学作品中。 郑振铎曾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分析道:
“一般民众,在受了极端的暴政的压迫之时,满肚子

的填塞着不平与愤怒,却又因力量不足,不能反抗,
于是在他们的幼稚心理上,乃悬盼着有一类‘超人’
的侠客出来,来无踪,去无迹的,为他们雪不平,除强

暴。” [1] 游侠文学具有明晰的发展脉络,在一定历史

时期还颇为风靡。 而盛唐游侠诗作为其间最具代表

性的体裁,存世数量之多、创作人群之广是冠绝前代

的。 不仅如此,它们往往还会杂糅咏怀、边塞、游仙

等多种主题,诗中人物也因此复合儒、仙、侠等多重

身份,其游侠内涵亦随之产生多样变化。 但与此同

时,这些诗歌所体现的忠君爱国、坚持远大理想、追
求自由等精神品质始终不变———既是所谓“盛唐气

象” ① 的直观表现,也对后代文人有着极为重要的

影响。
一、游侠内涵与游侠文学的三次流变

游侠文学起源于对游侠事迹的记述,因此它的

发展与游侠内涵的流变密切相关。 唐代之前,文学

作品中的游侠经历了两次内涵转变。 最初,“侠”被

认为是“士”的一类②,韩非斥责他们“以武犯禁”的

行为模式, 并视其为影响国家统治稳定的 “ 五

蠹” [2]449 之一。 秦汉以后“真正属于士阶层的游侠

愈来愈少” [3]9,但他们依然保留“弃官宠交” “肆意

陈欲” [2]423-430 的特点。 荀悦将“游侠”定义为“立气

势,作威福,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”,同时将其与“游

说”和“游行”并称为“三游”,认为他们是“伤道害

德,败法惑世,失先王之所慎”的“德之贼”。[4]158 可

见,在游侠诞生与发展的初期,虽然他们“生于武毅

不挠” [4]158, 有着 “ 温良泛爱, 振穷周急, 谦退不

伐” [5]3699 的正面形象,却也因“作威于世” [6] 的行为

模式和“背公死党” [5]3697 的政治选择而饱受批评。
游侠内涵的第一次转变始于《史记》。 司马迁

在《游侠列传》中着力描绘游侠的人格和品性,从德

与行两方面对游侠作了重新界定。 他虽然承认游侠

在行为上有着“不轨于正义”的局限性,但更强调他

们在品行上“盖亦有足多者焉”:“然其言必信,其行

必果,已诺必诚,不爱其躯,赴士之阸困,既已存亡死

生矣,而不矜其能,羞伐其德。” [7]3865 可见在司马迁

心中,这些游侠虽然依旧“时扞当世之文罔” [7]3867,
但其行为更多是出于对世俗与王法的反叛,而非品



性的恶劣。 因此他将朱家、郭解等“私义廉洁退让,
有足称者”称为“布衣之侠”,明确地与“宗强比周,
设财役贫,豪暴侵凌孤弱,恣欲自快”的“暴豪之徒”
区分开来,并表示了对世俗将二者“同类而共笑之”
的批评。[7]3867-3868 司马迁是第一个为游侠著书立传

的人,其《游侠列传》 也被认为是中国游侠文学的

开端③。
游侠内涵的第二次转变伴随着游侠诗的兴起。

游侠诗发端于汉朝描写游侠的歌谣,《颍川儿歌》
《长安为尹赏歌》 《闾里为楼护歌》等都可视为其代

表。 这类歌谣大多来源于民间,感情浅显率真、语言

朴实凝练,同时也存在内容直白、篇幅较短、写作手

法单一等不足。 而在诗歌意蕴上,它们虽具有较强

的现实性,但其所颂扬或嘲讽的游侠内涵并没有得

到扩展,仍以“强直自遂,南阳朱季” [8]1738 等布衣之

侠和“宁见乳虎,无值宁成之怒” [9] 等暴豪之徒为

主。 自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,游侠风气随着“整

个社会的无序化” [3]92 而愈演愈烈,游侠诗歌也得到

了快速发展,涌现出诸如曹植的《白马篇》《名都篇》
《精微篇》、张华的《轻薄篇》《游侠篇》《壮士篇》、陶
渊明的《咏荆轲》、左思的《咏史》 (其三)和《咏史》
(其六)等大量出色的诗作,任侠成为诗歌的一大主

题。 此时的游侠诗虽然没有摆脱汉乐府的写作形式

和命题规则,但它们大多由专业的文人创作,所以在

艺术手法上便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直叙,而是融入更

多比喻、对比与夸张,游侠的形象变得更加生动与丰

富,游侠的内涵也开始广泛延伸。 尤其是曹植的

《白马篇》《名都篇》等作品,其中书写的少年游侠或

胸怀“捐躯赴国难,视死忽如归” [10]613 的信念,或挥

洒“鸣俦啸匹侣,列坐竟长筵” [10]721 的意气,或追求

“拔剑捎罗网,黄雀得飞飞” [10]308 的自由。 他们继

承了前 辈 “ 设 取 予 然 诺, 千 里 诵 义, 为 死 不 顾

世” [7]3867 的准则,进而突破了“以武犯禁”的行为模

式,将 所 追 求 的 个 人 价 值 由 单 纯 的 “ 杀 身 成

名” [5]3698,上升到追求“甘心赴国忧” [10]568 的功业与

“美酒斗十千” [10]721 的风流上。 至此,任侠的重点

开始集中为“豪迈不群的气概,并且落实于为国立

功,辅翼王室” [11]63,游侠的豪气也逐渐与“贵公子

式的奢华” [11]63 结合起来。 曹植因而被视为“使游

侠主题成为一种文学现象” [12]的开创者。
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高峰,游侠诗也迎来了繁荣

期,其数量已是“魏晋六朝咏侠诗的近十倍” [13]58。
不同于前朝的混乱与动荡,唐代游侠诗诞生于一个

相对平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中。 初盛唐的政治大一

统,经济快速发展、文化高度开放,百姓有着昂扬的

精神面貌;兼之李唐统治者以武立国,虽秉持着“文

武之道,各随其时” [14]1045 的治国观念,但却更重武

功,不熟悉武事的人经常会受到嘲笑乃至影响升

迁④,最终自上而下地形成了“男儿本自重横行,天
子非常赐颜色” [15]97 的尚武风气。 受此影响,文人

们不仅承继前代“重武轻儒” [16] 的传统,热衷“少任

侠” ⑤的义举,更因边境时有战患而加强了投身报国

的意识。 此外,武举、幕府等制度也提供了非文事入

仕的途径,远赴边陲谋求“画地取封侯” [17] 的不世

功业成为人们的普遍愿望。
初盛唐全方面的大繁荣为侠风兴盛提供了土

壤,以记述游侠言行和事迹为主的游侠诗也迅速发

展起来,并与游侠内涵共同迎来了第三次转变。 初

唐的陈子昂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等诗人创作了大

量游侠诗,突破了单一的乐府体裁,描述的游侠集中

表现为“归来谢天子,何如马上翁” [18] 、“每愤胡兵

入,常为汉国羞” [19] 、“边烽警榆塞,侠客度桑干” [20]

等报国之士,歌颂的任侠精神也“更多地呈现出雄

性的阳刚之美” [21] 。 盛唐的游侠诗在此基础上继续

发展,创作的人群和作品数量更多,内容和体制也更

为丰富。 在思想内容上,诗中的游侠人物和任侠精

神时常融在边塞、游仙、咏史等不同主题中,传统的

“咏侠”多变为了“咏怀”。 也正是这种儒、仙、侠三

者合一的复杂表现形式,模糊了游侠诗中游侠内涵

的边界,使得一些学者质疑它们已非真正的游侠诗。
唐君毅便提出:“中国游侠与西方英雄之不同,则为

英雄之力在使人忠己,游侠之德在忠于他人。 前者

之本质在意气与自信,后者之本质在义气与不愿负

人之信念……唐诗中边塞之作但颂武将之勇,已非

游侠文学。 游侠之士,忠人之事,不求显名,非同英

雄之喧赫,故没则已焉。” [22] 刘飞滨也认为:“时有

论者因为一些诗歌中表现出了游侠的某个或某些行

为特点,从而忽略了诗歌中主人公固有的社会身份,
而将该诗纳入游侠诗的范畴来讨论,便出现了判定

失误。” [23]然而,无论游侠的内涵如何变化,其人物

本身始终是游侠诗的叙写主体。 所以从文体和文本

等角度来判断,游侠诗理应是记述游侠行为、歌咏任

侠精神的诗歌作品。 刘若愚便认为游侠诗就是写侠

客的诗,具体可分为“对游侠加以描写”和“对史籍

上的侠客的评论” [24] 两类。 汪聚应则提出“唐人咏

侠诗”的概念,指的也是“唐诗中以游侠为表现对

象,歌咏或表观其侠行、侠气、侠节、侠情等内容的作

品” [13]54。 因此,在游侠文学不断发展的现实观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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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,即使部分唐代诗歌中的游侠身份和内涵与前代

不同,所呈现出来的表现形式也颇为复杂,但只要其

描写与评论的主体仍属于“侠”的范畴,便依然可以

归类于游侠诗。
盛唐游侠是具有多重内涵的复杂群体,以其为

歌咏对象的游侠诗在此时进入了最为繁荣的一段时

期,展现出相当独特的诗风。 这些诗歌虽多用乐府

旧题,但在体式、体裁等方面却更具近体诗的特征,
还出现了大规模的联章创作。 而在思想内容上,随
着游侠的内涵发生变化,诗中的侠客、刺客、征人、文
人等身份逐渐统一,任侠、报国和功名等精神趋于融

合,是典型追求“风骨”与“格调”的“盛唐之音” ⑥。
故此可言,盛唐游侠诗是当时文人价值追求和身份

认知的重要表现,研究这些内容的关键则在于理清

游侠的具体内涵,其新变自然成为重中之重。
二、以游侠诗论盛唐游侠内涵的三类新变

游侠诗发展到盛唐,其所写所咏的游侠虽已非

单指“以武犯禁”的仗剑之士,但仍保有一些前代的

色彩。 他们以朱家、田仲、王公、剧孟、郭解等人为榜

样,有着“杀人如剪草” [25]688 的高强武艺,奉行“感

君恩重许君命,太山一掷轻鸿毛” [25]604 的价值标

准,是古时游侠重诺言、轻生死、明恩怨等特质理想

化的集合。 但由于封建集权的加强和统治阶级的扩

大,盛唐人已经很少采用武力来反抗暴政,任侠成为

了一批悠游少年取乐的途径。 与此同时,选拔与升

迁制度的改变也使得游侠报恩的对象固定为官员与

君王,知己之恩随之变为知遇之恩。 如此,诗人笔下

所咏的游侠便更明显地表现出愿为明主效力的渴

望,得遇者可以为了“不负信陵恩” 而 “仗剑行千

里” [26]167,不遇者也会 “ 揽涕黄金台, 呼天哭昭

王” [25]1670。 而在皇权与国家密切绑定的封建制度

下,报君与报国具有极高的一致性。 盛唐人“一闻

边烽动,万里忽争先” [27] 的功业意识促使了大量

边塞游侠的诞生,实现了英雄主义、侠义精神与忠

君爱国思想的统一。 在这样普遍的尚武风气影响

下,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,盛唐时出现了一些专门

描写女性侠客的诗作,游侠的内涵在性别上也实

现了突破。
(一)报恩转变为建功

司马迁在《游侠列传》 里详细记述了鲁朱、剧

孟、郭解等人的事迹,并称赞其恩怨分明、言出必行、
轻生重义的品格特性。 自此,他们成为游侠行事和

为人的榜样,其品性也成为后人的行事准则和价值

取向。 明恩怨直接导向的是重恩情。 盛唐时期,科

举成为主要选官制度,文人的政治参与感大为增强,
对于迫切入仕追求功名的他们来说,来自上级官员

乃至君主的知遇自然成为最重要的恩情。 因此,在
直用古代游侠典故的盛唐游侠诗中,剧孟的事迹最

受青睐。 剧孟是汉初洛阳人,以侠义著称,“七国之

乱”时,太尉周亚夫在河南得到了他的投靠后十分

欣喜,认为“得之若一敌国云” [5]3700。 故而唐人多用

他的故事作为得到重用的例子。 李白直言“自怜非

剧孟,何以佐良图” [25]1650,抒发难遇明主的悲伤与

愤懑;储光羲在干谒时以“剧孟不知名,千金买宝

剑” [28]36 的故事作喻,表达“出入平津邸,自言娇且

艳” [28]36 的自矜与期待。
游侠注重言必行,必然也会追求行必果,因此明

恩重恩的他们倾向于选择有恩必报。 在盛唐文人笔

下,游侠报恩的对象往往是“四公子”、燕昭王、太子

丹等知人善任的明主, “ 身为平原客, 家有邯郸

娼” [29]44 成为了他们的理想生活,所报之恩也最终

变为君王的知遇之恩。 同时,受到当时“武皇开边

意未已” [30]142 的频繁扩张影响,以武力见长的游侠

报君和报国的主要途径自然是谋求边功。 于是他们

纷纷奔赴塞外从军,将战死沙场看作是“犹闻侠骨

香” [29]34 的丰功,“不向边庭” [29]34 则被视为苦事。
在这些身处边塞的游侠中,“少年”是十分独特的一

个群 体, 他 们 有 的 是 世 代 居 于 边 城 的 “ 并 州

儿” [31]537,有的是年少从军的“羽林郎” [29]34,虽然彼

此出身不同,但都“各负轻生义” [8]471,以斩杀敌寇

作为建立功勋的必然选择。
游侠最初作为“以私剑养” [2]449 的暴力群体,武

力是他们最主要的行事手段。 而后不论游侠的内涵

如何变化,尚武仍是其最基本的特征之一。 正如前

文所言,盛唐游侠的尚武风气承接前人,并受全面大

繁荣的影响自上而下形成,反映在游侠诗内便是对

游侠武艺的详尽描述与热情歌颂。 他们或有“弓弯

满月不虚发,双鸧迸落连飞髇”的射术,引得“海边

观者皆辟易” [25]368-370;或有“铁骢抛鞚去如飞”的骑

术,最终“马后横捎意气归” [26]17-18;或有“十步杀一

人,千里不留行”的剑术,却是“事了拂衣去,深藏身

与名” [25]489。 同时,由于唐人的报恩观念逐渐转变

为建功意识,尚武的风气也随之转变为善战。 射术

高超的游侠不再满于射猎鸟兽,而是“偏坐金鞍调

白羽,纷纷射杀五单于” [29]35;骑术高超的游侠不再

耽于章 台 走 马, 而 是 “ 赌 胜 马 蹄 下, 由 来 轻 七

尺” [31]447;剑术高超的游侠也不再拘于私人恩怨,而
是“愿将腰下剑,直为斩楼兰” [25]70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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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任侠转变为享乐

早年的游侠大多出身市井,任侠对于他们来说

是一种以武力博取生存空间的生活方式。 而在繁荣

的盛唐,虽然远赴边关杀敌成为他们立业的主要途

径之一,但对那些生活优渥、进身无虞的富贵子弟来

说,这种所谓的“英雄气概”只是意味着纵酒游乐、
挥金如土,任侠也“实则已从带有英雄传奇色彩的

非同凡响的行为,变为寻欢作乐的时髦生活方式

了” [32] 。 盛唐有许多游侠诗都提及“长安少年” “长

安侠少”“五陵少年”“杜陵少年”“霸陵少年” “六郡

良家子”等群体。 “五陵” “杜陵”和“霸陵”都是长

安附近汉代皇帝的陵墓;“六郡”则是天水、陇西、安
定、北地、上郡、西河六个地区,因为“皆迫近戎狄,
修习战备,高上气力,以射猎为先”,便在其中选择

身世清白的“良家子” [5]1644 入羽林、期门。 因此在

诗中,长安及其附近经常被视为少年游侠的聚集地,
故又得名“游侠窟” [33]772。

这些生活在京畿的少年游侠或是王孙公子,或
是地方豪族,或是皇家军士,任侠对他们来说仅仅是

整日里策马游赏、饮酒享乐。 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

事》有载:“长安侠少每至春时结朋联党,各置矮马,
饰以锦鞯金革各,并辔于花树下往来,使仆从执酒皿

而从之,遇好花则驻马而饮。” [34] 对于这种行为,时
人持有不同的态度。 一些诗人肯定他们的浪漫生活

情趣与真实人性诉求,认为歌酒放诞的生活正是少

年不羁气概的一种展现。 王维称赞咸阳少年游侠

“相逢意气为君饮,系马高楼垂柳边” [29]33 的倜傥之

举;李白也赞赏五陵少年“银鞍白马度春风” [25]879

的得意和“笑入胡姬酒肆中” [25]879 的豪迈。 另外一

些诗人则不免将“长安少年”与“边城儿”作对比,认
为杀敌报国才是少年应走的道路。 王翰笔下的“长

安少年”便“一生惟羡执金吾”,他的“顾恩宁顾身”
是为了“麒麟前殿拜天子,走马西击长城胡” [33]1603;
王昌龄笔下在短长亭送客的“西陵侠少年”,在突然

面对“单于寇井陉”的紧急事件时,也会毅然“气高

轻赴难,谁顾燕山铭” [26]18。
(三)“贤女”转变为“女英”
盛唐的游侠在身份上是跨阶层的,他们有的出

身下层,渴望以武建功;有的家世优越,选择任侠为

乐。 除此之外,盛唐的游侠在身份上还开始展露出

跨越性别的趋势。 在唐以前的史传、小说与诗歌中,
很少有女性游侠事迹的记载。 曹植的《精微篇》、左
延年的《秦女休行》、傅玄的《庞氏有烈妇》等作品中

虽有杀人报怨的女性出现,但却都被冠以“贤女”

“烈妇”的称呼。 在唐代,诗歌与传奇中涌现出一批

个性鲜明、武艺高强的女侠,仅在《太平广记》中便

有《车中女子》《聂隐娘》《红线》等 7 篇作品,并明确

编在了“豪侠”类下。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时妇女

普遍习武的风气密切相关。 隋唐之前的北朝多为游

牧民族建立,骑射本就是他们的传统;兼之保留了较

多的原始风俗,女性的社会地位较高,练武也因此成

为了她们的习尚。 《北史·后妃传》《南齐书·卫虏

传》等史书里都有不少关于北朝女性骑射的记载,
民间也有木兰、李雍容⑦ 等人的故事流传。 唐初李

渊称帝时距离北朝灭亡不过 30 余年,女性习武风气

仍盛;加之统治阶级具有较多的胡人血统,骑射同样

是他们的祖宗旧业,因此宫廷女性不禁骑马,民间也

随之广泛效仿起来⑧。
唐代记述女性游侠的文学作品主要为创作于中

晚唐的传奇,诗歌数量较少,盛唐只有李白的《东海

有勇妇》与《秦女休行》两篇。 从题材上看,《东海有

勇妇》或是“即拟曹植《精微篇》而作” [25]674 的乐府

新题,《秦女休行》则是“古词魏朝协律都尉左延年

所作,今拟之” [25]782 的乐府旧题,二者与曹植、左延

年、傅玄等人的作品相近;从内容上看,《东海有勇

妇》与《秦女休行》都是讲述为亲人复仇的故事,与
前人的作品同样差别不大。 然而,李白不仅形象地

描写了东海勇妇“学剑越处子,超然若流星”的高超

剑术,还给予了“勇妇”和“女英”的评价,认为她“捐

躯报夫雠,万死不顾生”的行为远胜豫让、要离等刺

客,是可以“立事独扬名” [25]675-679 的壮举,这便已经

将其视作侠客一般的人物。 同样,李白虽然没有直

写女休的武艺,但也以“英声凌紫霞”等诗句来称赞

其为父报仇的事迹,并认为她“何惭聂政姊,万古共

惊嗟” [25]782。 可见在李白心中,东海勇妇和女休都

是“粲然大义明” [25]675 的英雄,这点便与魏晋时期

的“贤女”“烈妇”有着本质差别。 因此,李白的两篇

乐府虽然不像《车中女子》 《聂隐娘》 《红线》等传奇

一样直接点明是关于“侠”的作品,但其人物武艺精

湛、恩怨分明,有明显的轻生重义取向,在品性与行

事方式上与同时期的游侠并无二致,故而仍可认定

是以女性为主角的游侠诗,更是唐代游侠跨越性别

的开端。
“安史之乱” 后,随着唐廷的控制力日渐减弱,

地方的藩镇和中央的权臣开始蓄养刺客,以消除异

己和保全自我,其中便有如聂隐娘、红线一样的女

性。 她们继承并发扬了游侠敢抗争、明恩怨、轻生死

等特质,以非凡的智慧和武力向不平的世道去讨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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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义,她们的事迹与言行在诗歌和传奇等作品中得

到进一步描写与升华。 这些文学作品明确地以

“侠”名之,在李白《东海有勇妇》 与《秦女休行》 的

基础上实现了进一步的发展,反映了社会动荡时百

姓对正义与公平的渴望,符合郑振铎所说的“超人”
心理,是典型的游侠文学。

三、由游侠内涵看盛唐文人身份的三种认知

游侠诗中的游侠内涵与当时文人的身份认知密

切相关。 首先,选官制度的更替,使得盛唐文人实现

自我价值的方式发生改变,参加科举获得功名成为

他们读书的普遍追求。 但对于寒门子弟来说,科考

并非易事,获得贵人的推荐和君王的赏识变得尤为

重要。 受渴望功勋与知遇的情绪驱动,盛唐文人笔

下游侠报恩的途径逐渐变为远赴边塞杀敌建功,尚
武的特质也随之转变为善战。 其次,文人们对“长

安少年”任侠取乐的批判或赞赏,体现出他们心中

“儒”与“侠”的对立及转化。 最后,盛唐文人在对游

侠重新定义的同时开始尝试消除性别限制,使得女

性游侠也具有了“英雄传奇色彩”,从而成为他们理

想人格的代表之一。
(一)渴望报国的英雄

据《旧唐书·职官志》,唐人的进身之路主要是

科举、流外入流和门荫入仕,三者面向的主体分别为

文人、流外官和皇亲勋贵。[14]1804 据吴宗国在《唐代

科举制度研究》 中的统计,盛唐时科举入仕的文人

在总数上要远少于流外入流和门荫入仕,但高级官

员的数量却超过一半,且大都出身不高,“玄宗开元

元年至二十二年期间(713—734),科举出身的宰相

共十八人,占这个时期宰相总人数二十七人的三分

之二,比重又有所增加” “在武则天、玄宗时期科举

出身的高级官员中,一般地主家庭出身的比重也上

升了……明经、进士出身的宰相二十人中普通地主

子弟和中下级官吏子孙一共占了十四人,这表明科

举不仅正在日益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,而且已

经成为一般地主子弟通向高官的主要途径” [35] 。 唐

代以前,在以血缘和家世为选官主要依据的举荐制

度下,文人的上升途径基本被门阀世家把持,最终出

现“世胄蹑高位,英俊沉下僚。 地势使之然,由来非

一朝” [36]的普遍情况。 隋唐施行以考试为取舍标准

的科举制,为出身不高的文人入仕开辟了更为广阔

的道路,诗赋取士的方法也使得他们实现自我价值

的方式发生了变化,至盛唐时通过参加科举来为官

建功已成为社会普遍认知。 沈既济在《词科论》中

便有如此记载:“以至开元、天宝之中……故太平君

子,唯门调户选,征文射策,以取禄位,此行已立身之

美者也。 父教其子,兄教其弟,无所易业,大者登台

阁,小者任郡县,资身奉家,各得其足,五尺童子,耻
不言文墨焉。 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,四方观听,希其

风采。 每岁得第之人,不浃辰而周闻天下。” [37]

然而,唐代的科举制度仍处于初创阶段,在诸多

方面直接继承隋制,不仅规定“工商不得入仕” [38] ,
录取人数也远不如其后的宋代。 据张希清《中国科

举考试制度》,唐代从武德五年( 622) 至天佑四年

(907) 共有进士登科 6
 

603 人;宋代从建隆元年

(960) 至咸淳十年 ( 1274) 共有贡举登科 97
 

921
人。⑨因此,唐代进士登科虽为文人开通入仕的途

径,但大多数仍旧很难借此实现理想,只能通过其他

方式谋仕。 盛唐大诗人中,李白因家世的问题无法

参加科考⑩,最终于天宝元年(742)向唐玄宗献赋而

供奉翰林;杜甫应举不第,同样是在天宝十年(751)
向唐玄宗献赋而获得“参列选序” [30]2615 的资格,天
宝十四年(755)才被授予河西尉;孟浩然两次落榜,
于开元二十五年(737)短暂入张九龄幕府,不久便

退居襄阳;高适也是开元二十三年(735)落第,于天

宝八年(749) 才经张九皋推荐应有道科中第。 而

且,由于唐代科举不糊名,即使是成功得中的文人,
在科考之前也会将自己的诗文投于达官贵人,以期

获得他们的举荐来“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” [39] 。 正

因请托对于唐人入仕具有如此重大的影响,文人们

经常会在诗中表达对知遇之恩的渴望和感激。 而在

盛唐,他们的这种情感在恢弘国力和强烈自信下很

容易转为对君王的期待与感激,反映到游侠诗中便

是游侠儿纷纷从军杀敌以求建功报国。 在此过程

中,盛唐文人将个人的功勋与君王的赏识紧密结合,
同时也将自己视为报君者与报国者。 他们所描绘的

游侠不再通过武力来维护己身利益和寻求局部正

义,而是将之用于保家卫国和安定边疆,奉行的个人

英雄主义也凝聚为狭隘的民族英雄主义。
(二)耻于虚度的“儒”与“侠”
盛唐人常常将“儒”与“侠”对立。 在科举带起

的读书风潮下,一些文人会悔悟少年时的放荡行迹,
转而埋头苦读以期获得功名。 李颀诗中的游侠儿年

少时“托身攀贵游”,本来过着“倾财破产无所忧”的

生活,怎料被人“弃我翻然如脱屣”;而后他终于明

悟“男儿立身须自强”的道理,在“十年闭户颍水阳”
后“业就功成见明主,击钟鼎食坐华堂”,最后发出

“早知今日读书是,悔作从前任侠非”的喟叹。[31]277

王维则在赠高适的诗中,借少年“自尔厌游侠,闭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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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垂帷”的经历,来劝慰他安心等待“圣主诏天下,
贤人不得遗”的时机到来。[29]393 但能通过科举成功

入仕的人毕竟是少数,即使中第也要经过铨选等复

杂流程才有可能出任低级官职,因此,也有一些文人

在诗中向往游侠的自由与豪迈,批判读书和为官给

自己带来的束缚与虚度。 李白夸赞“生年不读一字

书”的边城儿,直言“儒生不及游侠人” [25]368-370;储光

羲也在赴冯翊就任的途中自嘲“耻从侠烈游,甘为

刀笔吏” [28]19 的选择。
但这些盛唐文人的喟叹和自嘲,只是针对儒生

与游侠的虚度时间和无所作为,并不是彻底地否定

“儒”或“侠”。 天宝年间,唐王朝耗费大量国力,频
繁地发动对外战争。 这固然使得其具有“自安远门

西尽唐境万二千里” [40] 的广阔疆域,却也因此激化

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。 李白多次用“白首

《太玄经》” [25]491、“白首下帷复何益” [25]370 等诗句

来评价儒生,既是对儒家“精神偶像” [41] 的反叛,也
是对唐玄宗好大喜功、穷兵黩武现状的批评,进而表

达对文人难得重用的愤慨与无奈。 《唐宋诗醇》便

如此评价其《行行游且猎篇》:“揆文教,奋武卫,二
者不可偏废。 此白愤时有激而作。 盖天宝以后,益
好边功,武士得志,亦世道之忧也。” [42] 王昌龄批评

游侠儿“矜夸紫骝好” [26]39 的行为,是因为他们整日

嬉游玩乐、不思进取,而不能像“幽并客”一样“皆向

尘沙老” [26]39。 盛唐文人的“非儒”是针对部分不事

功名、难以得志的腐儒,“非侠”则是针对那些游手

好闲、不思报国的狂侠。 由此可见,随着游侠内涵的

变化,盛唐文人对“儒”和“侠”的态度,已经与个人

的功名前途及国家的安危治乱密切联系。 从这方面

讲,盛唐文人实现了“儒”和“侠”的改造与统一。
(三)重义轻利的“烈士”
在游侠诞生的初期,韩非与荀悦都将之视为以

武力威胁社会稳定和反抗君王统治的反面人物。 而

后,司马迁称赞他们“不矜其能,羞伐其德”的品行,
曹植歌颂他们“捐躯赴国难,视死忽如归”的义举,
游侠就此转变为了恩怨分明、轻生重义的正面形象。
盛唐文人具有普遍的功业意识,他们在前人的基础

上将游侠的“恩”与“义”广泛地上升到家国层面,使
得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了报国的志士与英雄,游侠

诗也展现出独有的开阔胸襟与雄浑气象。 在追求报

君与报国功业的同时,盛唐文人依然保留着最为朴

素的恩怨观。 他们既在诗中将自己化身为荆轲、剧
孟、郭解等有恩必还的“义士” [26]214,展现对明主的

渴望;也立场鲜明地支持东海勇妇、女休等有仇必报

的“女英”,并肯定她们的所为是符合“大义”的。
虽然建功成为盛唐文人的主流价值追求,但参

加科举和赴边入幕都是十分困难的道路。 对大多数

人而言,在重武轻文的盛唐后期,博得“麾下偏裨万

户侯”的军功可能要“身经大小百余战” [29]145;“憔

悴读书者” [15]1 较之“长安少年” 则更难取得功名,
只能“暮宿虚台私自怜” [15]1。 因此,一些盛唐的文

人在追求建功报国受挫之后,会选择借游侠对功名

的淡薄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。 李白便在《古风》 (其

十)、《古风》 (其三十六)、《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

御》《献从叔当涂宰阳冰》 《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

侍御》等诗篇中,多次用鲁连对平原君的封赏“辞让

者三” [7]2988 之典,来展现“吾亦澹荡人,拂衣可同

调” [25]69 的豪迈;王维将“少年曾任侠,晚节更为儒”
之后的“遁迹东山下,因家沧海隅” [29]43,视为自己

的理想生活。 然而鲁连之类的侠客,虽然“宁贫贱

而轻世肆志焉” [7]2992,但也因“却秦”的救国之功而

受到统治者的重视,即使主动退隐依然可以留下

“后世仰末照” [25]68 的“英声”。 而李白、王维等人

尽管在诗中将自己视为 “ 好名义不仕进” 的 “ 烈

士” [2]410,却终究还是不得朝廷重用之后的无奈选

择,只能借此抒发失意的幽愤。
四、结语

游侠诗是中国传统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,有着

较为完整的发展历程和相对明确的精神内核,最终

在盛唐迎来了顶峰。 受到前代游侠精神与任侠传统

的影响,盛唐诗中的游侠继承了重诺言、轻生死、明
恩怨等特质,并在强盛的国力和高度的自信中产生

了内涵上的新变。 他们报恩的对象逐渐固定为君王

和国家,尚武的风气也随之转变为善战;在这样的环

境中,一些生活条件优渥的少年将任侠作为展示豪

气的取乐手段,同时一批女性也开始打破游侠的性

别壁垒。 而在“诗言志” [43] 的传统中,盛唐游侠诗

的如此转变可以反映出当时文人在身份认同上的变

化。 在渴望建功的集体价值追求下,盛唐文人更重

君王的知遇之恩。 他们将自己视为全心报君报国的

英雄,进而实现了“儒”与“侠”的统一;而在不得遇

时,也有一部分文人会将自己代入不慕名利的“烈

士”,以宣泄胸中的不平之气。 自此,游侠不再是与

统治阶级对抗的武士阶层,他们的内涵与出路基本

固定,游侠诗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例。 无论之后

的游侠、游侠诗乃至游侠文学怎样发展,其思想内容

在大体上不会超出盛唐游侠与传统游侠的范畴,可
以看作是二者之间的变化与回归。

·521·第 40 卷　 第 1 期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宋定坤:盛唐游侠诗中的游侠内涵新变与文人身份认知



注释:

①
 

详参王运熙《望海楼笔记》,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,
第 159 页。

②
 

详参冯友兰《冯友兰经典文存》,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4 年

版,第 266 页;吕思勉《秦汉史》,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,
第 536 页。

③
 

详参何新《何新论美》,东方出版社 2010 年版,第 263 -
264 页。

④
 

详参欧阳修、宋祁《新唐书》卷九十五《窦威传》,中华书

局 1975 年版,第 3844 页。
⑤

 

唐代许多诗人都有类似“少任侠”的经历,详参《新唐书》
卷二百二《李白传》,第 5762 页;中华书局 1987 年傅璇琮

主编《唐才子传校笺》卷一《陈子昂传》 (第一册,第 105
页),卷四《韦应物传》 (第二册,第 166 页),卷五《刘叉

传》(第二册,第 278 页)。
⑥

 

详参吴相洲《玄宗与盛唐气象》,大象出版社 2000 年版,
第 147 页。

⑦
 

详参魏收《魏书》卷五十三《李安世传》,中华书局 1974 年

版,第 1176-1177 页。
⑧

 

详参刘昫等撰《旧唐书》卷四十五《舆服志》,中华书局

1975 年版,第 1957 页。
⑨

 

详参张希清《中国科举考试制度》附录一《唐代进士登科

表》、附录二《北宋贡举登科表》、附录三《南宋贡举登科

表》,中国书籍出版社 2021 年版,第 192-209 页。
⑩

 

关于李白家世的主流观点是宗室逃归和富商子弟两种,
二者都无法参加科举。 详参詹锳《詹锳全集》卷五《李白

诗论丛》,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6 年版,第 241-252 页;葛
景春《李白研究管窥》,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,第
69-85 页;李从军《李白考异录》,齐鲁书社 1986 年版,第
40-50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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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ached
 

its
 

peak.
 

Key
 

words:prosperous
 

Tang
 

Dynasty;
 

chivalric
 

poetry;
 

image
 

of
 

chivalry;
 

identity
 

perception

英文编校:韩淑芹

·721·第 40 卷　 第 1 期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宋定坤:盛唐游侠诗中的游侠内涵新变与文人身份认知


